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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90年代起，「市民社會」理論成為公共思想學術界的熱門話題之一，出現過

多次關於「市民社會」（以及後來的「公共領域」）的論爭。但是，中國思想界為何會突

然對「市民社會」以及「公共領域」的議題產生濃厚興趣，以及這些討論的背後，蘊

涵了哪些對國家／社會關係和民主等議題的理解，卻很少有人作過精當的回應。

本文是對90年代以來市民社會論爭的一個回顧，基本上是要指出，由於中

國大陸經濟改革的啟動，以及隨�鄉鎮企業的興起和城市私營工商業者的崛

起，開始在舊體制之外出現一些空間，為重新理解國家／社會關係提供了現實

基礎。但由於各種腐敗、「官倒」的問題，以所有制為核心的企業改革也因意識

形態考慮而無法得到推動，反而最終演變成1989年的政治衝突。這之後，知識

份子開始清理整個80年代改革的經驗，後來的市民社會以及公共領域的討論正

式啟動了重新理解當代中國國家／社會關係的進程。但是知識份子在對國家／

社會關係的理解方面存在重大分歧，這體現在對國家和社會各自內涵的理解上

有所不同，進而產生對「民主」的不同想像，也使得他們各自對於中國未來的民

主化道路的謀劃也表現出相當的差異。從這一意義而言，關於市民社會及公共

領域的討論，基本鋪墊了90年代末期「自由主義」與「新左派」論戰的理論前提，

因而，市民社會及公共領域的討論在當代中國思潮的位置理應得到重新審視。

一　市民社會論爭的緣起

漢語學界關於市民社會的論爭幾乎是同時在海外中國研究學界與大陸思想

界展開的，從時間上來說，海外中國研究學界對於市民社會的討論要略早一

些，但是兩地對市民社會討論的問題意識卻有很大差別。

海外中國研究學界研究者大多是利用市民社會理論來對晚清的歷史社會轉

型提供一個新的解釋維度，問題意識基本停留在「中國是否存在市民社會或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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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上面。儘管他們也對利用市民社會或公共領域的理論來解釋中國歷史感到

某些困惑和不安，但是他們的研究成果大多還是在使用這一進路來理解晚清以

來的中國歷史。毫無疑問的是，海外中國研究學界所提供的這一解釋模式以及

出現的大量相關歷史著作，豐富了對晚清以來歷史的解釋，也給國內市民社會

的論爭提供了許多歷史經驗。

漢語學界對於市民社會理論的廣泛關注是在80年代末，既是受到西方市民

社會理論復興浪潮的影響，也源於東歐制度轉型的示範作用。

有趣的是，civil society引入漢語學界之後，產生了很多不同的譯名。在台

灣，civil society被翻譯為「民間社會」，因為一些台灣知識份子認為，這種譯法

體現了草根社會同威權「國家」的反抗關係，民間社會這一名稱既參照了西方的

理論建構模式，又汲取了傳統的「民」反「官」的道德蘊涵，從而為台灣反威權的

社會運動提供一個有效的理論p述。在大陸，甘陽早在1991年就撰文表示不同

意將civil society翻譯成「民間社會」，他認為假如強調「民」與「官」的對抗關係，

就無法有效地推進現代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關係1。不過梁治平認為，實際上

「民間社會」有其和國家和諧、合作的內容，只是我們一般都把這些含義忽視

掉，從而也無法發掘出「民間社會」在當代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中被繼續沿用

的正面作用2。

王紹光和胡鞍鋼曾在1993年發表過一份《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報告認為，

經過十餘年的經濟改革，中國的國家控制能力實際上在不斷下降3。孫立平也通

過研究發現，經過十多年的改革，政府的控制範圍以及控制力度都在縮小和減

弱4。總體而言，這一階段是一個擺脫國家控制，重新組織社會結構的過程，

「民主」的議題尚未成為主要焦點。在當時，自主化空間的出現使得知識份子認

為，要瓦解國家專斷性的權力控制，那麼就要更有效地推進社會自主化過程。

最能體現這一問題意識的，是鄧正來與景躍進在《中國社會科學季刊》創刊

號發表的〈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一文，該文發表在1992年中國改革面臨新一輪

調整的時機，明顯帶有「改革綱領」的意味，而且沿襲�80年代思想界建構性整

體方案的特點。鄧、景將中國改革遇到的困境歸結為沒有一個良性的國家與社

會的互動關係。不過他們對市場經濟所帶來的社會自主化有過多的民主想像。

在鄧等人看來，只要培養一套制度性規範，就可以讓市民社會中不同的利益群

體參與到政治生活中去。

無疑，鄧正來和景躍進的〈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一文掀開了大陸市民社會

論爭的序幕，給中國的政治社會理論的討論開啟了新的論域。

二　兩種市民社會觀

在80年代的中國，個人／國家二元關係是主要的流行模式，因為長期以來

國家的全面控制給個人生活帶來了太多束縛，幾乎沒有任何私人空間可言。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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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啟動，以前那種無所不包的體制開始瓦解，私人領域逐漸興起，個人

開始擺脫國家的全面控制。但1989年的政治衝突令知識份子意識到，個人在政

治生活中的角色十分弱小，尤其在面對強大的國家時，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

是極端不平衡的。因此知識份子認為，要制衡國家權力，依靠個人的力量是遠

遠不夠的，恰在這個時候，市民社會議題的出現滿足了他們建構新的政治社會

關係的需求，個人／國家的範疇被市民社會／國家所取代5。

這樣一個取代過程的背後，蘊涵�當時知識份子對「社會」以及「民主」的一

些想像，而這決定了他們在90年代初闡述市民社會的言路。根據他們處理社會與

政治關係的方式，當時關於市民社會的討論大致可以分為兩種「市民社會觀」。

第一種可以稱為「獨立於國家的社會觀」；持這種社會觀的人，對市民社會

的理解大致有以下幾點：認為市民社會以市場經濟為其主要基礎，依靠契約性

關係來相互聯繫；國家權力不能隨意干涉市民社會的經濟運行，只能依靠法治

原則來實現治理等等。這些原則的背後，其實是一套黑格爾（Georg W. F. Hegel）

式對市民社會的理解6，即認為現代社會的主要特徵就是政治與經濟的分離，而

市民社會就是體現了經濟過程分離出來的結果，市民社會因此擁有了前於或者

外在於政治的性格，它具有不為政治所任意干涉的獨立品質。

在中國，當時有一部分知識份子都持如此觀，這主要以聚集在《公共論叢》

雜誌的部分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為代表。在《公共論叢》第一輯中，張曙光、盛

洪等人作了一個「市場邏輯與國家觀念」的對話，基本能體現他們的國家社會

觀。如張曙光就認為，市場邏輯和國家制度「二者相比，前者更具有自然發育的

性質，後者更具有人為選擇的色彩」。市場邏輯就是個人權利的自由交易，最終

以個人自由的確立和保障作為基礎。國家觀念必須在保護個人權利的基礎上獲

得其合法性，而一個確立了個人獨立地位和自由權利的國家制度，就是一種民

主制度7。劉軍寧則更直接的點出：「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是在特定的制度

架構內追求個人利益的產物。⋯⋯在自由的市場之下，私人的利益會造就公共

利益。市場會把私益轉化為公益，斯密早就證明了這一點。」8大體而言，這些

說法其實是認為市場秩序具有自然和諧的特點，國家的任務只是要提供一套制

度性的安排來保證市場秩序。在這個框架下，市場秩序和國家是一個「樂土」與

「保護人」的對比形象，「小政府，大社會」的思路在當時成為流行之說。

汪丁丁在多篇文章中反覆指出的一點是，由於知識所具有的「分立性」特

點，因此沒有一個人能夠設計一套完美的社會與政治秩序，因此，市場所具

有的溝通「分立知識」的作用就顯得尤其重要，而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自發擴展

秩序」則是對資本主義最為恰當的描述9。當時那些受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影響而持「獨立於國家的社會觀」的知識份子基本上認為，「市場秩序」自

身構成了一個自足的社會秩序，無需政治秩序進行指導。

這種對社會與國家關係的處理建基於自由主義的一個理念預設：「自由主義

者將社會與政治做了相當深度的分割。後者是公的領域，是政治的範圍；而前

者則是個人的領域，政治不應涉入。」bk由此，他們儘管一般會認為市民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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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與民主化正相關，但是實際上他們無法有效解釋改革中出現的腐敗、公正

問題。他們僅僅是反覆強調，市民社會擁有制衡國家的力量，認為市民社會發

展所培育的多元利益集團，會成為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bl。

但是這種觀點受到了部分學者的質疑，這方面以王紹光、張汝倫以及汪暉

等人為代表。王紹光在〈關於「市民社會」的幾點思考〉一文中認為，大陸思想界

對一個由市場經濟關係來界定的「市民社會」持有太高的想像，卻沒看到由市場

經濟所促成的市民社會是私利競爭的領域，�面充滿衝突和矛盾，那些擁有資

本的人不僅佔據經濟上的有利地位，而且逐漸由此獲得政治上發言的權力，而

那些經濟地位低微的民眾卻喪失了政治參與的基本權利bm。很顯然，王紹光認

為，在大陸一般關於市民社會的討論中，市民社會都是在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意

義上來界定的，即市民社會主要是一個由市場經濟來界定的領域，但是，市民

社會假如不經過經濟民主化的過程，政治民主化最終將被扭曲。

張汝倫則回溯到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黑格爾那�，認為這些西方

思想家都診斷到市場關係主導的市民社會是現代性的產物，它割裂了公共領域

與私人領域，從而，市民社會演變為以利益邏輯主導的領域，其政治的維度卻

被閹割掉。因此人成為了「經濟動物」，而民主最終卻淪為利益鬥爭的傀儡bn。在

這點上，張汝倫已經看出市民社會的工具理性邏輯，而市民社會也無法保障

民主政治的實施。現代以來，「公域」與「私域」的分裂，使得奠基在這套國家／

社會關係上的政治秩序觀念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市民社會的「私人性」成為其

最終演變的目的，這也使得國家與社會成為涇渭分明的兩個領域。

汪暉更是直言不諱地批評「獨立於國家的社會觀」，認為他們對市民社會與

國家之間關係的理解是錯誤的，因為中國的改革一直是由國家主導推動的，所

謂的「市民社會」實際上是國家積極參與建構的，國家的權力結構早已深入到這

塊所謂的「淨土」。在汪暉看來，當代中國思想界營造的市民社會的「自發秩序」，

實際上仍然是人為設計的結果，因此那種試圖分離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的努

力，實際上是不成立的。他最後得出結論：「從歷史的角度看，沒有各種超經濟

的社會力量，特別是政治權力的干預，市場經濟就不可能產生。市場經濟不是

自然進化的結果，而是一種創制。」bo汪暉一直所要批判的就是那種號稱自足和

諧的「自發秩序」，他要通過歷史的分析來消解市場秩序非歷史和非政治的特

徵，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汪暉心目中的社會秩序明顯是政治秩序中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而且要受到政治的指導和創制。

以上幾位學者的p述可以基本劃分為「滲透性的社會觀」的範疇。這種社會

觀認為市民社會雖然以經濟活動為其主要特徵，但是它從來沒有脫離過政治的

界定和介入。持這種社會觀的人往往會認為中國的市民社會在改革發展的過程

中，逐漸形成一種政治權力與經濟乃至文化權力相互交織的社會結構，這使得

市民社會的內部充滿了各種複雜的權力關係，因此社會其實並不是一個自足的

「私域」，而是一個充滿鬥爭的領域，這些分歧和爭執顯然無法用一種超政治或

外在於政治的秩序來解決，相反，這些衝突最終都要通過一套制度性安排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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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領域中得到安頓。在這個意義上而言，社會不僅不是自足的，而且還需要政

治的介入。

基本而言，這兩種社會觀在國家／社會關係上有兩種不同的判斷，這也使

得他們在民主等問題上出現很大的分歧，不過他們都沒有詳細闡述在這個已經

變化的社會結構中，通過甚麼樣的方式以及甚麼樣的價值規範來重新構造政治

秩序和社會秩序的關係。既然公域和私域的分割存在問題，那麼政治秩序和社

會秩序二者保持甚麼樣的關係，這將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公共領域」理論

後來能引起思想界的注意，無疑是在應對這一問題的挑戰。

三　公共領域、公共性與市民社會

從「公共領域」概念的現身史來看，它明顯要遲於市民社會理論，這一方

面是由於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的英文版直到1989年才正式出版，早期無論

是海外中國研究學界還是國內的學術思想界，基本上是將「市民社會」與「公共領

域」等量齊觀，不作太多的分梳。

美國著名中國研究問題專家、杜克大學教授德利克（Arif Dirlik）比較早地意

識到當代中國關於市民社會／公共領域討論的問題所在。他認識到，哈貝馬斯

的公共領域理論所應對的是民主的普遍問題，特別是資本主義民主的墮落。他

很自覺地將公共領域的討論同當代中國的民主進程聯繫起來，在他看來，當下

中國對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的理解已經陷入盲目地批判社會主義的窠臼之中，

而忽視了資本主義民主所存在的問題bp。

美國的中國研究專家趙文詞（Richard Madsen）也對公共領域所具備的民主規

範價值充滿信心，儘管也承認民主本身的複雜性，但是他認為，「民主的公共領

域」應該能成為具有普遍性可欲的，我們所需要處理的只是如何在不同語境下來

建構各自「民主的公共領域」的問題bq。

無疑，「公共領域」引發了中國思想學術界廣泛的興趣，這主要由於中國市

場化的推行，利益群體不斷的分化和重組，但是這麼多矛盾卻往往沒有付諸公

共的討論，國家的權威受到深深地質疑，民主的議題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之下呼

之欲出。因此，「公共領域」在中國大陸的現身史，一方面是社會結構劇烈變化

的結果，也是思想界對民主的需求所在。

隨�市場經濟的深入，政治改革不但沒有進展，反而有退步的û象。孫立

平在總結90年代社會結構的變化時認為，90年代市場化的推行卻沒有帶來民主

的發展，反而造成更嚴重的公平問題，政治資本在市場中的尋租使得權力擁有

者反而獲得更雄厚的經濟資本，從而形成「總體性精英」br，而中產階層一度被想

像成是市場經濟促進民主的主要動力，但是這部分群體在轉型過程中屬於既得

利益階層，與政府的利益衝突尚無法呈現出來，因此對政治改革的訴求也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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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漠。一些知識份子開始意識到，以經濟為特徵的市民社會與民主之間的關係

是不確定和曖昧的，因此，「公共領域」作為批判的規範性概念，開始為知識份

子所密切關注。

1998年，由汪暉和陳燕谷主編的《文化與公共性》出版，該書收錄的文章主

要是討論公共領域在當代政治生活中的意義。汪暉在導論中利用哈貝馬斯關於

「公共性」的看法批評自由主義那種普遍主義的權利理論，也意味�他試圖深化

關於「參與式民主」的批判。他借助阿倫特（Hannah Arendt）和哈貝馬斯來證明，

隨�現代社會公／私領域的分離，市場原則逐漸主宰了整個社會，而將「私人領

域」轉化成「社會領域」bs。因此「市場原則」成為社會的主導原則是與「公共性」的

喪失同時展開的，政治成為少數精英操控的產物，民眾與國家的距離愈來愈

遠，這也是民主衰落的表現。

汪暉認為，「公共領域」可能成為遮蔽其「公共性」不斷喪失的一個概念，市

場社會的不斷壯大，導致以利益為主要導向的政治需求瀰漫到整個公共空間，

從而擁有資本的群體獲得更多的政治參與權，而其他身份的群體卻無法和不能

獲得發聲的機會，導致民主政治參與性的喪失。因此，在汪暉看來，當代中國

對「市民社會」的理解自然要受到批判，但是「公共領域」也同樣要警惕對待，因

為它也可能會被資本和權力邏輯侵蝕，最終被國家和大資本主宰，導致虛偽的

「公共性」bt。

但是，如何看待「公共領域」這個具有批判性的概念，以及它對於當代中國

的政治民主發揮�何種作用，是中國知識份子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隨�媒體

的進一步市場化，市場邏輯和權力邏輯在媒體中經常表現出衝突和對抗的一

面，也為「公共空間」的開展提供了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公共領域，或許

可以看到它在當下政治中的規範和實踐意義。

四　結 論

本文通過對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市民社會論爭的考察，重點分析了在90年代

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如何根據對改革經驗的研判，進而提出自己的一套國家／

社會觀。隨�改革的推進，貧富分化等社會經濟問題開始浮現，那種以經濟改

革推動政治改革的思路開始受到質疑，思想界開始關注改革過程中逐漸突出的

「公正」等議題，而舊有的市民社會論述卻無法有效對此進行解釋，進而，「公共

領域」這一更具民主規範內涵的概念開始得到關注和討論。

初步來看，二十餘年的改革所帶來的最大結果，就是一個利益發生巨大分

化，甚至可以說是「斷裂性」的社會結構開始形成。在這樣一個社會結構中，弱

勢群體的平等以及正義的要求如何通過民主的議題表現出來，將是我們面臨的

困境之一。在政治參與的制度管道尚未開啟的情況下，如何一方面展開自覺的

維權活動，促使個人權利的制度化保障早日落實，另一方面又要反對那種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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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激進的「官」與「民」對抗的傳統政治文化，轉而促成理性的公共論辯，迫使

各個利益群體能夠在透明公開的利益談判機制下展開對話，讓弱勢群體也能通

過制度管道參與政治對話和溝通，將是未來面臨的艱巨任務。在這方面，「公共

領域」與「公共性」的理論資源無疑可以給我們提供一個可供努力的方向。從這個

角度而言，「公共領域」所蘊涵的民主規範性的潛力，尚有待中國的知識份子進

行更為有效的論述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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